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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职业传播者的舆论领袖作用

骆正林

摘　要：职业传播者是指以新闻传播为业的专业新闻工作者，他们主要分布在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

统媒体中，主流网站虽然也有一些但不占主导。职业传播者拥有稳定的职业身份、社会地位和消息来源，

能够按照特定的组织文化和社会规范进行把关，所以他们拥有成为舆论领袖的种种便利条件。目前，我国

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级政府要想引导社会舆论，应该充分利用职业传播者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在市场经

济环境下，职业传播者具有多元身份，社会角色中包含 “利他”和 “利己”因素，政府和媒体应该对职

业传播者行为进行积极引导，让他们在社会活动中更多地承担起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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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化、复杂化的社会，这个社会对人类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日新月异的

现代科技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人类的物质主义和消费欲望得到空前的满足；另一方面一体

化、复杂化的社会蕴藏着更多风险，地球任何角落的偶然事件，都可能被放大为全球性的灾难或危机。

卡茨认为社会变动可能导致受众对传媒的使用或依赖。日益泛滥的消费主义、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

频繁发生的各种灾难，使人类陷入更加惶恐和不安的状态，此时公众迫切需要媒体帮助他们认识世界、

解读环境。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国内矛盾和国际问题时常交织，舆论环境变得更加复杂。

职业新闻传播者是传统的舆论领袖，他们在受众中具有相对较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各级政府在治理

社会舆论时需要充分发挥他们的舆论领袖作用。

一、改革开放以来职业传播者的身份变化

职业传播者是指以新闻传播为业的专业新闻传播工作者，他们主要分布在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

统媒体中。随着一些主流网站新闻发布的规范，那些在网络媒体从事新闻采编的记者、编辑，也属于

职业传播者。从目前职业传播者的队伍构成看，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队伍仍然占主导性的优势，他们

的日常采编是每天公众获知消息的权威来源。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是战争年代产生的，特殊年代的

斗争需要使其更看重报刊的宣传功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媒体延续的仍然是中共党报的传统，媒体主

要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新闻传播者成了宣传员。改革开放后，我国媒体适时而变，媒体功能得到

了全面的发挥，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角色意识不断觉醒。

（一）作为宣传者，宣传内容渐趋理性与平衡

从１９７８年以来，改革开放使新闻传播者的个人角色和社会角色不断分化。朱学勤认为３０多年来中

国有两场改革：第一次改革开始于１９７８年，在思想领域表现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第二次改革开始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末，１９９２年 《解放日报》关于姓社姓资的系列评论是其思想反映。８０年代末的社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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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政史、建国史上影响重大，目前还很难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但是我们要坚持 “能说则说，不能

说则应该有 ‘预留’”［１］（１２）的原则，充分估计事件对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影响。１９７６年１０

月６日的事变是中国社会的一次转折，它为两次改革准备了政治基础，从此中国结束了激进革命，“群

众从广场政治重返厨房家务，重返世俗生活。”［１］（１３）伴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解放和发展，中国政治由全

权主义向威权主义转变，公众活动的市场空间、公共空间得到放大。在新闻传播领域，媒体规模不断

扩大，但媒体的管理体制、产权结构和社会身份变化不大。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管理者看到了新闻

改革的风险，直到今天政治宣传仍是我国传媒的首要任务，媒体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等

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在经历过政治高压时代后，党和政府对宣传进行了不间断的、主动或被动的

反思，今天传媒一方面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彰显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宣传内容渐趋理性

和平衡，新闻传播者逐渐学会用朴实的语言、真诚的态度去和受众沟通、平息怨怒。过去，我国媒体刊登

的是些刻板、生硬、说教的宣讲，电视主持人更是字正腔圆、端正严肃。近年，我国媒体内容更加注重感

情色彩和人情味，国际报道不再全是针锋相对、冤冤相报，而是逐渐多了一些理性和平衡。

（二）作为信息人，信息传播的意识不断增强

我国媒体过去片面理解了宣传功能，新闻传播者更多地被认为是宣传员而不是信息员。权力对媒

体的过度干预，使媒体上充斥着大量的假、大、空言论，新闻传播者难以按照传播规律向公众报道新

闻。１９６９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这是人类首次登月成功，但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事，

当时我国媒体采取的是不报道策略。即使到了２００１年发生的９·１１事件，中央电视台因为种种宣传纪

律的限制，也没能第一时间对事件进行报道。然而，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体市场化脚

步不断加快，媒体的经济基础不再单纯依靠财政。在商言商，利之所在，市场自会突破人为障碍。媒

体虽然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不能简单地将其看成一般商品，但进入市场的媒体必然要考虑受众的

需要。经过市场化的磨砺，我国新闻传播者队伍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专业主义精神，更多的记者愿意

将自己看成是信息人，他们能够深入基层、扎实采访，用汗水和生命采写到公众所需要的新闻。真实

是新闻的生命，不能报道真相的媒体就不可能有传播力。近年，越来越多的媒体人拒绝向权力和金钱

妥协，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开展调查性报道，揭露事件真相，捍卫媒体的尊严。在食品危机、医疗黑幕、

监督矿难等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中，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和精神可歌可泣，深得群众的赞誉。“一般来说

社会开放程度越高，传播技术的潜力就越容易发挥。”［２］信息闭塞的国家无法实现民主政治。目前，我

国职业传播者立身传统媒体，借助新兴媒体，影响力不断扩大，他们已经成为影响公众价值观念的重

要舆论领袖。２００３年 《南方都市报》关于孙志刚事件的报道，记者压抑愤怒不动声色地 “客观叙述”，

最终影响到我国收容遣送制度的重大改革。

（三）作为社会人，新闻传播者的个性更加凸显

改革开放前我国人民都是单位人，每个个体都是庞大政治机器上的螺丝钉，人们的个性特征经常

受到压制或忽视。新闻媒体担负着意识形态的重任，个性更被压制到最小程度，几乎达到 “个人与角

色的混同”。对新闻工作者来说，个人仅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个人的能动性完全被剥夺。解放军报

老记者洪炉曾回忆：１９６７年国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和 《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了国庆社论，

正式确立了 《解放军报》居于 “两报一刊”当中的特殊地位。然而，伴随 《解放军报》地位的提升，

报纸内容却日渐空洞起来，越来越像一张大字报或大传单。１９６８年春天 《解放军报》陷入前所未有的

揪斗风暴之中，编辑记者被搞得人心惶惶，有些编辑记者上班干脆带上牙膏、牙刷、毛巾，以防随时

被造反派揪走。在这样的环境下，编辑记者是不可能有什么个性的，各级报纸只能 “小报抄大报”，做

大报的传声筒。改革开放后，中国传媒逐渐从旧体制、旧思维中走出来，新闻从业者的主体性逐渐增

强，他们的个人尊严和权利得到了更多的尊重，更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敢于在工作中展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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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表达自己的是非爱憎、喜怒哀乐。ＣＣＴＶ一贯以严肃著称，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是节目中的稀缺

商品，然而，近年来更多的主持人敢于在节目中表现自己的个性、表达自己的观点。２００８年在直播汶

川地震期间，央视主持人赵普曾为 “舍自己孩子救他人性命”的护士长落泪、哽咽，当时赢得社会舆

论的一片赞扬声。凤凰卫视更是将记者、主持人的个性作为卖点来包装，为他们量身打造符合个性特

征的电视节目，如陈鲁豫的 《鲁豫有约》、陈文茜的 《解码陈文茜》、赵少康的 《骇客赵少康》等节

目，主持人的个性成为节目中最重要的元素，《锵锵三人行》更 “是个完全体现窦文涛个人风格的 ‘脱

口秀’”。［３］当然，新闻传播者个性的显示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一些年轻记者缺乏必要的职业操守，在

新闻采访活动中过于随性，给新闻传播事业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每年两会本是严肃庄重的场合，

两会代表委员共商国事才是记者报道的重点，然而，每年总有一些记者把两会当作 “追星会”，追捧刘

翔、簇拥朱军……，结果让抢镜成为主体，记者成粉丝，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在评论这一现象时，

认为 “这样的记者没有出息”。

（四）作为经济人，自我利益的意识有所增强

新闻传播者是经济人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在高度商业化的当代社会，媒介组织本身就是一个经济

主体，媒体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回报，必然要求它的员工贯彻媒体的经营方针；二是新闻传播者作为

个体，他们需要在工作中获得媒体和社会的承认，需要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潜能，进而获得满意的

收入和受尊重的地位。在商业逻辑的导向下，西方很多媒体形成了两套规范，即新闻规范和商业规范。

在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约束下，媒体商业规范并非直接下达，而是通过组织文化对雇员进行约束。编

辑、记者采编的符合组织文化的内容被鼓励，违背组织文化的内容则被枪毙或处罚。在那些垄断新闻

传播的跨国公司内部，具有ＭＢＡ头衔的管理者取代了新闻专业出生的 “绿眼罩人”（ＧｒｅｅｎＥｙｅｓｈａｄｅｓ），

媒体新闻部不再是独立的新闻生产部门，“新闻部门是媒介企业的下属单位，它的雇员和内容生产也远

不能代表整个电视台或整家报纸。”［４］在企业利润的指挥棒下，新闻传播者的职业理想被忽视，经济效

益成为各种关系和业务的基点。在收视率、发行量的压力面前，很多媒体谨慎批评政府，拒绝触犯广

告客户，尽可能地讨好观众。新闻工作者放弃对调查性新闻、国际新闻、重大新闻的报道，将社会新

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地方新闻作为重点，形成了新闻传播的第二个传统，即讲故事传统。人情

味新闻、新新闻学、文学新闻学等新的报道方式，在社会的争议声中逐渐发展起来。新闻传播者个人

利益意识的觉醒，是社会需要加以防范和警惕的，社会必须通过有效约束将他们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 ＣＮＮ记者冒着枪林弹雨为世界人民报道了战争情况，但是他们在回国时，机

场检查却发现有些美国记者顺手把伊拉克文物带回国。

我国一直重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教育。文革时期，政府提倡 “狠斗私字一闪念”，个人的私利

被压缩到最小范围，个体的存在价值受到了忽视。改革开放后，个体对利益的合理追求得到了肯定。

一些记者在业绩观的指导下，更加执著地采写新闻。台湾学者研究发现，“能跑出独家新闻的记者基本

上的确善于经营人脉且持续与消息来源互动良好，‘套交情’与 ‘威吓’兼用之双重手法实如 ‘红萝

卜’与 ‘棍子’地交互运用”。［６］在记者个性受到尊重，媒体独立性有所增强的情况下，记者不再简单

地服从于权力，而是通过各种关系，甚至不惜打破关系、伤害面子来获得新闻。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

中，新闻传播者的自利性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一些都市报在商业化浪潮中逃避政治，一心一意地

谋取经济利益，捞取利润。传媒行业的社会道德并不一定比其他行业更高尚。有的记者拉拢广告客户，

接受采访对象的馈赠；有的记者广结善缘，培养人脉，目的却为谋求私利……职业传播者自身出现的

种种问题，需要社会加以规范和引导。

（五）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

１８９４年９月，法国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被控向德国出卖军事情报。当时法国军界排犹主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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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猖獗，法国军事法庭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判处德雷福斯终身监禁。法国知识分子为了伸张正义，

联名在报上刊登抗议书，要求对德雷福斯间谍案进行复审。这份抗议书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宣言，是

他们作为社会力量登山历史舞台的标志。对德雷福斯案的抗议宣言，引发了西方社会的讨论，社会舆

论开始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独立于体制的品格。２０世纪中后期，人类知识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

很多专业人士越来越依附于国家体制和各种服务机构，视野更加局限在狭隘的专业领域，这导致西方

社会更加关注知识分子的公共性问题。１９８７年美国哲学家雅各比出版 《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最早

提出 “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负有社会责任感，能够立足专业、放眼天

下，通过言行参与公共事务，充当社会公众的引路人。

我国政治制度和西方社会存在根本的差别，但是同样需要知识分子对社会进行监督，这是一个社

会永远拉响的警报。改革开放前，我国传媒被认为是党政机关，传媒人都是体制内的人。从１９５７年大

鸣大放带来的政治地震后，极 “左”势力压制异端思想，新闻界因此遭遇到浩劫。改革开放后，随着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知识分子逐渐在公共论坛上活跃起来。当然，有些知识分子拜倒在权力与金钱

之下，违背学术伦理和社会良知，沦落为利益集团的工具。但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却超越集团利益，为

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鼓与呼。当公共知识分子借助传媒影响社会的时候，媒体内部也逐渐成长出

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关注公共事务和国家发展，具有深刻的思想和卓越的勇气，通过深入的采访、

缜密的评论帮助公众认识社会、明智决策。随着媒体不断市场化，新媒体的不断延伸，传统媒体内部

更多的媒体人，获得了独立于体制和单位之外的活动空间，新闻传播者对媒体的依附地位有所松动。

信息过剩也是一种毒害和污染，当人类知识和信息越来越多时，公众渴望新闻传播者帮助他们解读，

使他们获得智慧。具有一定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新闻传播者的出现，恰恰可以帮助公众辨别和分类

信息，他们的报道和评论正在成为社会舆论的底座，能够设置公共议程，引导舆论洪流。

二、职业传播者是新媒体时代的舆论领袖

舆论领袖的概念是由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小组提出的。１９４０年，拉扎斯菲尔德在俄亥俄州的伊里

县，进行了一次关于总统选举的专题小组调研。１９４４年，拉扎斯菲尔德根据伊里县调查的成果，出版

了他在美国的第一部著名的专著 《人民的选择》。在该书中，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了二级传播 （Ｔｈｅ

Ｔｗｏ－ＳｔｅｐＦｌｏｗ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和舆论领袖等重要的理论，此后，舆论领袖概念成为传播学、舆论学

研究的基础概念。今天我们理解的舆论领袖概念，主要是指关心公共事务，拥有一定的信息来源渠道

和语言表达能力，具有一定的社会权威和人格魅力，能够经常给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影响他

人思想和行为的人。舆论领袖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舆论领袖形形色色，水平参差不一。有一些人是

强大而公认的 ‘领袖’，而另一些则不然。”［６］政府官员、单位领导、群体骨干、社会名流、媒体记者

等，他们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较高的智德水平、广泛的社会交往和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属于消息灵

通人士，是一些较有影响的舆论领袖。

社会舆论是集体思维的反映，而集体思维受社会情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情境是个体能够直

接意识到的、与个体心理直接相关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它对

个体心理产生间接的影响。每个个体对情境和环境的理解是不同的，社会舆论则是个体意见碰撞、融

合后形成的集体意见。因为个体的素质、能力不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

总要受到舆论领袖的影响。舆论领袖能够发现、创造或提升舆论价值，在舆论领袖的引导下，公众意

见可以表达得更加清楚、集中。传统媒体的职业传播者是较有影响的舆论领袖，他们对公众的影响、

说服、劝诱，是社会舆论形成的无形的精神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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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期 骆正林：发挥职业传播者的舆论领袖作用

（一）职业新闻传播者具有稳定的消息来源

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新闻传播是社会分工产生的一个新职业，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

部分，更是社会有序运转的重要动力。职业新闻传播者以传递新闻为业，他们肩负着公众对他们的角

色期待，同时他们也需要通过自己的角色表现来得到社会的认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职业新闻传

播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他们训练有素、分工有序，拥有稳定的、广泛的消息来源，能够在

错综复杂的信息环境中对新闻信息进行甄别。今天，很多经济记者、政法记者、要闻记者等等，他们

逐渐成为某个领域的 “内行”、“专家”，与政府相关的职能部门保持联系，熟悉本领域的社会生活。一

旦某个领域出现突发事件、重大新闻，职业传播者能够第一时间判断事件性质，知道从哪些部门去核

实消息来源，能够从流言、谣言的坚壳中寻找到事件的真相。职业传播者每天和不同的部门打交道，

他们有条件接触不同的信息来源，甚至获得所谓的内部消息、内幕消息。无论在信息的广度上，还是

在信息的准确度上，职业传播者都有条件成为公众的舆论领袖。

在新媒体环境下，个人与机构传播者崛起，新闻传播不再是职业传播者的专利，普通公民和社会机

构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发布平台。微博的出现更让信息传播进入到自媒体时代，即一个人就能成为一个

媒体。然而，那些公民记者不是职业新闻传播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另有工作，发布新闻或观点仅

仅是他们的业余爱好，或者是在从众的氛围中去表达所谓 “正义的声音”。和职业传播者相比，网络、

手机的使用者缺乏广泛的新闻来源，更缺乏鉴别信息的技巧和训练，他们往往根据一己之见匆忙发言，

难免出现盲人摸象的遗憾，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业余传播者可以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消息来源，更

多的思考问题的视角，但他们代替不了职业传播者的工作，更难以成为权威的舆论领袖。

（二）职业新闻传播者能够坚持自我把关

社会冲突理论认为，社会总是处在对稀缺资源的争夺的状态中，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权力的争夺。社

会是一个持续的权力竞技场，强者总是迫使弱者至少在表面上服从他们的价值观。美国冲突理论的奠

基人Ｃ·赖特·米尔斯 （ＣＷｒｉｇｈｔＭｉｌｌｓ）认为，“１９世纪晚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将 ‘人民’看成是美国生

活中腐败的 ‘大利益集团’的对立面。”［７］米尔斯认为美国实际上被垄断企业高管、政府主要官员和军

队高级将领所主宰，这个小群体为美国社会做出绝大多数的决策。美国媒体背后主要依靠大企业和大

财团，因此，美国媒体反映的是中上阶层的利益，代表的是中上阶层的立场和观点。新闻生产过程不

是简单的工业生产，在信息传播渠道的每个环节上布满了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的

信息，才能经过传播渠道，最终到达受传者那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资本主义世界尖锐的阶

级对立，媒体主要代表的是广大群众的利益。虽然我国媒体和西方媒体代表的利益不同，但媒体把关

的基本原理却是一样的。我国媒体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

成熟的新闻把关模式，它能保证媒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服从服务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新闻传

播者在长期的新闻传播实践过程中，已经把主流意识形态、媒体的价值取向、流行的道德标准内化为

自我的把关标准。职业传播者很少将自己看成孤立的个体或愤青，而是乐于将自己看成富有社会责任

感的社会人。任何媒体的记者、编辑、主持人不会、也不可能我行我素，他们服从社会管理，遵守社

会规则，懂得与他人的协调。同时，媒体内部的员工还可以进行相互监督，通过组织文化、组织纪律、

职业规范约束每个传播者的个人行为。在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期间，中央电视台记者徐娜曾被派往震区采

访，但不知何故徐娜私自撤出震区，住进了成都某酒店。当北京演播室与徐娜连线时，主持人董倩得

知徐娜不在现场，便接连抛出几个问题：“那我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返回成都呢？你不是到前线去了吗？

返回成都的目的是什么？”虽然董倩在节目中压抑了自己的愤怒，但聪明的观众还是看出了董倩的态

度。当徐娜无法自圆其说地回答问题时，董倩打断了她的话，连说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结束了连

线。从这个案例可以清楚地看出，新闻生产是一个集体劳动，生产线上的传播者能够按照把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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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规范相互监督。

在新媒体中出现的大量信息传播者，他们没有经历过系统的把关训练，更多地代表个体的观点。舆

论领袖很难控制公众思想，他们对公众的影响有一个 “合理性前提”，即舆论领袖必须代表公众利益，

必须遵守必要的社会规范和法律法规。舆论领袖对公众的影响是自发的而不是强制的，是公众主动选

择舆论领袖的观点，而不是舆论领袖将观点强加给公众。舆论领袖对公众的影响力取决于意见的理性

化程度。传统媒体的职业传播者深谙社会规范，能够在缜密思考的基础上发出理性的声音，而理性的

声音才能真正对公众产生实质性影响。对于普通网民、博友来说，他们的自我把关意识比较淡薄，情

绪化、煽情性、游戏化的言论较多。网络、手机中的一些言论，有的表面上就词不达意，更多的则经

不起推敲，这样的信息或观点，在通常情况下难以得到受众的认同。

（三）部分职业传播者正在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直有谏政、从政和启蒙的传统， “按儒家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应是忠、效、

节、义之道德规范的楷模。他们视维护这些道德规范为最高美德。因此，从屈原、海瑞到康有为，中

国历史上不乏仗义执言、为民请命、谏诤昏君者。”［８］报刊是知识分子发表意见的平台，报刊从业者本

身也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近代中国报刊诞生后，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开创了中国报刊文人论证的传

统。中国近代革命团体也高度重视宣传的力量，他们迷信般地重视传媒效果，将 “笔杆子”作为革命

的重要工具。新中国成立后，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一直想利用媒体参政议政，但是经过大鸣

大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后，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性，政治上被排斥打击，经济上受到

不公平待遇。

改革开放后，随着媒体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媒体从业者生存方式的转变，职业传播者逐渐获得了相

对独立的从业空间，一些职业传播者正在向公共知识分子转变。首先，媒体经济上的独立带来了内容

格局的相对变化，虽然媒体的管理制度没有根本改变，媒体在涉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敏感问题等

方面依然束缚重重，但因为市场的压力，越来越多的传媒人通过各种巧妙的方式，让群众关心的重大

新闻进入受众视野。其次，媒体规模的放大，人才市场的繁荣，就业途径的拓宽，使职业传播者有了

更多的独立空间。虽然媒体管理体制没有变化，但优秀的职业传播者可以在不同媒体之间跳槽，可以

在工作之余经营第二、第三产业。第三，新媒体的出现使职业传播者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现在很多

职业传播者，将所在媒体枪毙的稿子通过网络发表出来，或者通过网络开博客、微博，使自己的业务

活动空间大大拓展。第四，在公民社会逐渐形成的环境下，受到打压的职业传播者，能够在公民社会

中得到同情、获得威望。正是种种因素的作用，使得更多的职业传播者能够带着悲悯之情与勇敢之心

挖掘新闻真相，批判贪污腐败，竭力伸张正义，他们已经成为公共知识分子队伍中的重要群体，并逐

渐成为舆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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